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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绩效、社会信任与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
胡 荣 范丽娜 龚灿林
〔摘要〕 在我国政治信任结构存在典型的 “央强地弱”的差序性样态背景下，本文使用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以主观绩
效和社会信任作为主要预测变量，以居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程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
析结果表明:主观绩效和社会信任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观绩效
的影响大于社会信任;而对于社会信任来说，普遍信任因子对乡镇政府政治信任的影响力要大
于特殊信任。这些发现显示，目前乡镇政府提高民众对治理绩效的评价是获得政治信任的主要
方式，但营造和谐互信的社会氛围也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
〔关键词〕 政治信任;主观绩效;社会信任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4769 (2018)06 － 0105 － 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警察信任与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17ASH005)
〔作者简介〕胡 荣，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范丽娜，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福建 厦门 361005;
龚灿林，福州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福建 福州 350116。
在我国，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结构存在典型
的“央强地弱”的差序性样态，农民对各级党委
和政府的信任程度随着政府层级的下降而递减〔1〕，
农民对于高层政府的信任高于城市居民，但对地
方政府的信任低于城市居民。〔2〕民众偏信中央政府
的政治信任结构实际上是一种被忽视的中央与地
方的关系，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
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3〕在我国政府 “中央—省
(自治区、直辖市)—县 (市、市辖区)—乡
(民族乡、镇)”的四级划分中，乡镇政府处于基
层。从历史上看，乡镇政权建设是近代国家能力
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政权延伸到基层社
会的一个表现。〔4〕
但就目前来看，涉及社会信任、主观绩效对
政治信任影响的研究中，一部分研究着眼于不同
政体 /国家政治信任的比较〔5〕，或者从社会信任与
主观绩效某一方面进行研究〔6〕;在研究我国政府
政治信任的文章中，其重点也在于不同层级政府
之间的比较〔7〕和城乡居民之间的比较〔8〕，有关社
会信任和主观绩效对于基层政府的影响亦不够具
体。而在我国，乡镇政府处于基层，是与普通民
众接触最多、互动最多的政府层级，也是与普通
民众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政府层级，同时也是民
众宣泄不满的最直接出口。因此，与现有研究不
同，本文侧重探讨民众对乡镇政府的信任。
一、文献回顾
政治信任通常是指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的
运作将符合他们期待的信念或信心。〔9〕“当公民
对政府及其机构、决策的总体状况以及 /或者独立
的政治领导的评价为守信的、有效的、公正的和
·501·
诚实的时候，政治信任便产生了。”〔10〕目前，对政
治信任来源的分析主要有两种路径:以社会资本
等理论为基础的文化生成论和以理性选择理论为
基础的制度生成论。
早在 1963 年，阿尔蒙德和维巴就使用文化主
义的解释路径对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进行
比较，探讨政治文化对建立和保持稳定的、有效
率的民主制度的影响。〔11〕此后，一系列实证研究
发展了文化生成论的观点。在 《使民主运转起
来》中，帕特南从意大利南北部新制度实施结果
的差异出发探索其根源，发现 “社会环境和历史
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不同的历史发展
轨迹和社会交往模式，会导致不同信任文化的产
生，进而影响到政府的治理绩效。〔12〕英格尔哈特
则认为人际信任能够 “反映一个特定民族的全部
历史传统，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以及其
他方面的因素”，他通过大规模跨国时间序列分
析发现，有些社会具有高度信任的文化而有些社
会的信任文化则比较低，且人际信任和相关的文
化倾向与经济发展和稳定民主之间有密切的联
系。〔13〕福山更是将信任看作是被文化特征制约的、
社会中与生俱来的东西，这种文化的重要性 “可
以超越特定的国家疆界，延伸到全球经济和国际
秩序的领域”，它 “经由一套团体中的每个成员
内化的伦理习惯和相互约束的道德义务”而发挥
作用。〔14〕也就是说，人们对于政治体系的信任更
多地与该社会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一套价值体系、
信仰体系以及人们之间长期的交往方式有关〔15〕，
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化经历以及社会资本等
因素会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16〕
另一方面，持制度生成论观点的学者认为，
民众是否信任政府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是否值得
信任，政治信任来源于政治体系内部，个人基于
理性计算而对政府表现及政府绩效做出评价。已
有研究表明，公民对在任领导和制度的评价、对
经济表现的评价、政府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
以及政府的形象如腐败、丑闻等因素〔17〕都会影响
公众的政治信任。
尽管政治信任的文化生成论和制度生成论这
两种观点存在显著的差异，其理论基础、分析理
路均有各自的特点。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两种
分析思路是从政治信任的两个不同层面入手，两
者并不矛盾。目前为止，许多研究也表明，政治
体系本身的制度绩效、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文化
环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公民的政治信任产生
影响。〔18〕
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以来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一些学者认为，
社会信任是政治信任的基础，如果人们不能信任
其他人，那么他也就不会信任那些在政治职位上
拥有权力的人。〔19〕而那些相信其他人可以被信任
的人，将会帮助有需要的人，也会更可能相信民
主的过程。〔20〕更有学者认为，政治信任是社会信
任的附属物，当一个社会缺乏共识时，社会信任
的流失必然会造成政治信任的流失，进而导致政
治体系的不稳定。〔21〕然而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呈
现出了不同的解释。Ambler 发现，在法国，社会
信任和对非政治机构的信任与政治信任之间只存
在很小的相关关系，以致基本不能从一种信任去
预测另一种信任。〔22〕Kaase通过对 9 个欧洲国家的
分析，发现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之间只有非常微
弱的正向联系。〔23〕对更多的国家进行分析，同样
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个人层次的社会信任和
政治信任之间存在关系。〔24〕
近几十年，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出现政治信任
下降的情况，出现所谓的 “民主赤字 (Democra-
tic Deficit)”。〔25〕诺里斯提出的 “批判性公民
(Critical Citizen)”理论有力解释了这一现象，认
为现代化使得公民对于政府和其他权威的服从性
降低。〔26〕批判性公民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
在长时间的经济繁荣之后，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
转变，从关注经济发展等物质因素逐步转向更关
注公民权利、公民自由和公民参与等后物质因素，
这使得公民倾向于怀疑、批判政府，从而降低对
政府的信任。〔27〕
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研究表明，中国政府
一直以来享有较高的政治信任。〔28〕如马得勇以亚
洲 8 个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发现中国大陆的
政治信任处于最高水平，且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
有显著的正面影响。〔29〕史天健在比较中国大陆和
中国台湾的政治信任构成差异时，发现制度因素
对政治信任存在影响，但同时文化因素的影响仍
然显著。〔30〕孟天广和杨明使用 2008 年中国公民意
识调查及政府统计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公民
对政府在经济增长、民生福利、纯公共产品领域
治理绩效的积极评价都会对政治信任产生正向影
响。〔31〕胡荣则从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的视角，分
别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进行研究，
发现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对
其政治信任具有正面影响〔32〕;而对于农村居民来
说，其社会资本的作用效应存在边界，对基层政
府信任具有积极正面的影响而对高层政府信任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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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影响，但政府绩效能够有效增进农村居民
对政府的信任，政府绩效比社会资本更能解释农
村居民的政府信任。〔33〕一些研究也发现，在控制
了文化、现代化和主观绩效等变量的情况下，文
化等变量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不及主观绩效。〔34〕
根据文献回顾，提出本文的两个假设:
假设 1: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对乡镇
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也越高。
假设 2:居民对基层政府绩效的主观评价越
高，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也越高。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测量
(一)数据
本数据来源于马得勇主持的 “协商民主与选
举民主调查”。该调查于 2010 年、2013 年及 2014
年展开，主要在浙江台州市温岭县级市、浙江温
州市乐清县级市、四川成都市新都区和四川南充
市顺庆区这四个地区下辖范围内的乡村中进行。
关于调研点的选取，考虑到联系调研点的难
度、经费限制及研究需求等因素，未能采取严格
的概率抽样调查。首先，根据研究目的和 “方便
安排调研”的原则，选取上述四个县级市。在每
个地区乡镇村民样本的抽样上，本研究采用非概
率抽样法，具体的抽样和问卷收集方法如下:每
个地方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安、
官民关系和距离城市 (县城)的远近等因素，选
取 2 － 3 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人口比较集中的 2
－ 3 个村子，然后向村里的每户村民发放问卷一
份。由于不少住户家中无人或拒绝回答问卷，因
此每个村庄大概有一半住户能够接受调查。调查
员根据各自接触的调查对象做好年龄和性别上的
平衡。每个乡镇收集约 200 份问卷，每个调查点
收集问卷 400 份左右，其中新都和温岭分别进行
了两次调查，两地的问卷数量略多。最终共收集
到有效问卷 1987 份。
(二)因变量
研究的因变量是村民对本地乡 (镇)党委和
政府的信任。通过 “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对本地的
乡 (镇)党委和政府的信任程度如何”这个问题
进行测量。该问题的选项分为 “非常信任” “比
较信任”“不太信任”“完全不信任”四项。具体
情况详见表 1。
作为定序测量，通常适合运用定序逻辑斯蒂
回归分析，但由于不能满足平行线检验不显著这
一条件，只适合运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因
此将该问题的选项进行重新编码， “非常信任”
“比较信任”两个选项合并为一类，重新命名为
“信任”，赋值为 1;“不太信任” “完全不信任”
两个选项合并为一类，重新命名为 “不信任”，
赋值为 0。
表 1 村民的乡镇政府政治信任
频数 百分比 (%)
非常信任 182 10. 9
比较信任 739 44. 4
不太信任 594 35. 7
完全不信任 151 9. 1
总计 1665 100. 00
注:缺失值已被排除
(三)预测变量
预测变量分为主观绩效、社会信任两个方面。
1． 主观绩效
长期以来，如何衡量政府绩效一直存在两种
范式:效率范式 (Efficiency Paradigm)和信任范
式 (The Trust Paradigm)。效率范式本身具有明显
的管理主义特征，其本质是工具性的，秉持 “效
率至上”的价值追求，可以不受价值和文化差异
的约束而被应用到政府管理中，最为典型的就是
“3E”模式，即节约 (Economy)、效率 (Effi-
ciency)、效果 (Effectiveness)。而信任范式则主
张通过随时间演进的公共价值和公民需要来衡量
政府政绩。公共价值是公众偏好的集体表达和反
应，是公众对政府期望的集合，需要通过政治过
程来进行协调，公共价值的创造能够有效提升公
民信任。〔35〕信任范式的内涵与我国努力构建的服
务型政府的内涵不谋而合。本研究的 “主观绩
效”是信任范式导向的。
已有的实证研究中，主观绩效并没有统一的
测量模式，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主题采用各有
侧重的测量方式。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运作效率
的评价是常用的指标〔36〕，一些研究也在此基础上
进行补充，如将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主观满意度
评价列入主观绩效的测量范围。〔37〕胡荣等用 13 个
问题测量厦门市政府的绩效，包含了从政府决策
的透明度到依法行政、从贫富差距改善情况到社
会治安、从居民文明程度到社区配套设施这三个
方面的绩效。〔38〕马得勇的测量更为强调民众对地
方政府服务职能的认知程度和满意程度。〔39〕总的
来讲，政府绩效主要可以分为政治绩效、经济绩
效和社会绩效。
在本研究中，主观绩效通过 “下列工作内容
您认为目前本地乡镇政府哪些做得很好哪些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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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这个问题来测量，这个问题中共包含 15
个项目，每个项目均有“很好”“比较好”“一般”
“不太好”“很不好”5 个选项，赋值为 5 分到 1 分。
为了探究量表内部的结构以及更好地分析，运用
主成 分 法 进 行 因 子 分 析，这 15 个 项 目 的
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 0. 942。经过最大方
差法旋转后共提取一个因子，命名为 “主观绩效
因子”。具体情况详见表 2。
表 2 主观绩效因子分析
项目
因子分析
主观绩
效因子
共量
发展本地方的经济 0. 673 0. 453
维持治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0. 676 0. 457
改善乡村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 0. 673 0. 453
对乡村老弱孤残的救助工作 0. 748 0. 560
解决村民看病难等医疗卫生问题 0. 687 0. 472
提供农产品相关信息、种植、养殖技术指导等 0. 725 0. 526
办事时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和工作作风 0. 798 0. 636
政府财政、发放救济、计划生育等方面的透明度 0. 793 0. 629
政府对老百姓的困难、要求、意见的处理和答复 0. 815 0. 664
改善本地中小学教育环境和条件 0. 700 0. 490
保护本地环境，治理和防止环境污染 0. 722 0. 522
落实和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 0. 792 0. 627
调解家庭、邻里纠纷 0. 751 0. 565
对村委会的指导和监督工作 0. 788 0. 620
乡镇政府对乡镇干部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监督
0. 802 0. 643
特征值 8. 317 8. 317
平均方差 55. 445% 55. 445%
2． 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
帕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
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
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40〕在以往的研究中，
社会信任一般与互惠规范、公共事务的参与一起
用来测量社会资本。〔41〕本文参考了以往研究对于
社会信任的测量。
本文中，社会信任通过 6 个问题来测量，这
6 个问题涉及受访者对 6 种不同对象的信任程度:
自己的家人、亲戚、好朋友、陌生人、生意伙伴
或合伙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分别对应 4 个选
项“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不太信任”和“完全不
信任”，依次赋值为 4 分到 1 分。这 6 个项目的
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为 0. 707，表明具有较
高的内在一致性。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经
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共提取两个因子，分别命名
为“特殊信任因子”和 “普遍信任因子”。具体
情况详见表 3。
表 3 社会信任的因子分析
项目
因子分析
特殊信任因子 普遍信任因子 共量
自己的家人 0. 810 － 0. 055 0. 659
亲戚 0. 857 0. 141 0. 755
好朋友 0. 819 0. 214 0. 716
陌生人 －0. 041 0. 812 0. 660
生意伙伴或合伙人 0. 282 0. 681 0. 543
社会上的大多数人 0. 071 0. 828 0. 691
特征值 2. 148 1. 877 4. 025
平均方差 35. 793% 31. 287% 67. 080%
(四)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背景特征的一些
变量。年龄是定距变量，家庭年总收入 (1 万元
以下 = 1，1 万元至 4 万元 = 2，4 万元至 10 万元
= 3，10 万元至 20 万元 = 4，20 万元以上 = 5)是
定序变量。性别 (男 = 1，女 = 0)、是否为党员
(党员 = 1，非党员 = 0)等为虚拟变量，受教育
程度 (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高中、专科及
类似学历 = 3，本科、硕士及以上 = 4)也做了虚
拟化处理。
为了排除各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笔者
对所有的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自
变量之间基本不存在相关。表 4 呈现的是所有变
量的描述统计情况。
表 4 回归分析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Mean SD Min Max n
因变量
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 0. 553 0. 497 0 1 1665
预测变量
主观绩效因子 0. 000 1. 000 － 2. 754 2. 358 974
特殊信任因子 0. 000 1. 000 － 5. 024 1. 414 1322
普遍信任因子 0. 000 1. 000 － 2. 359 3. 358 1322
控制变量
性别 (男 =1) 0. 513 0. 500 0 1 1986
是否为党员 (党员 =1) 0. 117 0. 321 0 1 1956
年龄 40. 390 13. 501 17 89 1985
受教育程度 2. 174 0. 880 1 4 1979
家庭年总收入 2. 499 1. 012 1 5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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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发现
本文的因变量政治信任是定序变量，本文对
其重新编码后使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进行分析。
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
logitP (Y =1)= β0 + β1X1 + β2X2 +∧ + βnXn
β0 是常数项 (或称截距项) ，β1 是 X1 (i = 1，
2，…，m)所对应的偏回归系数。
以地区政治信任为因变量，性别、是否为党
员、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总收入为控制变
量，主观绩效因子、特殊信任因子和普遍信任因
子为预测变量建立二元逻辑斯蒂模型。模型 1 中
只包含控制变量，模型 2 则包含了全部控制变量
和预测变量。回归结果详见表 5。
表 5 影响受访者对乡镇政府信任的
影响因素 (回归分析)
项目 模型 1 模型 2
控制变量
性别 (男 =1) 0. 846 0. 802
是否为党员 (党员 =1) 2. 360＊＊＊ 2. 502＊＊
年龄 1. 005 0. 987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
初中 0. 876 0. 706
高中、专科及类似学历 1. 131 0. 826
本科、硕士及以上 0. 949 0. 737
家庭年总收入 0. 913 1. 042
预测变量
主观绩效因子 3. 984＊＊＊
特殊信任因子 1. 323＊＊
普遍信任因子 1. 953＊＊＊
常数 1. 306 3. 319
N 1594 643
－ 2 Log likelihood 2182. 067a 626. 339b
Nagelkerke Ｒ2 3. 2% 45. 2%
注:a． 因为参数估计的更改范围小于 . 001，所以估计在迭
代次数 4 处终止;
b． 因为参数估计的更改范围小于 . 001，所以估计在迭代次
数 5 处终止。
＊＊＊ p ＜ . 001，＊＊p ＜ 0. 01，* p ＜ 0. 05
回归结果表明:
在模型 1 中，只有政治面貌这个变量对乡镇
政府政治信任存在影响 (p ＜ 0. 001) ，党员的乡
镇政府政治信任水平比非党员高 2. 360 倍。而其
他四个控制变量均不显著，且模型解释力也很小。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主观绩效因
子、社会信任的特殊信任因子和普遍信任因子这
些预测变量。一方面，分析结果表明控制变量对
于因变量的影响并没有改变，党员对乡镇政府的
信任水平显著高于非党员，而其他控制变量则不
存在显著影响;另一方面，预测变量对乡镇政府
信任存在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民众的主
观绩效因子每提高一个单位，其对乡镇政府的信
任增加 3. 984 倍 (p ＜ 0. 001)。对于社会信任这
个变量来说，特殊信任因子每提高一个单位，民
众的乡镇政府政治信任水平提高 1. 323 倍 (p ＜
0. 01) ，普遍信任因子每提高一个单位，民众的
乡镇政府政治信任水平则提高 1. 953 倍 (p ＜
0. 001)。
这说明，民众对乡镇政府绩效的主观感受会
显著影响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民众越是感觉政府
的行为符合公众偏好、满足他们对政府的期望，
那么他们对政府也就更加信任，且这种主观绩效
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要大于社会信任所带来的影响。
同时，良好的社会信任状况确实能够显著提高民
众的乡镇政府政治信任水平，普遍信任对乡镇政
府政治信任的影响要大于特殊信任。这不难理解，
普遍信任是涉及陌生人、生意伙伴或合伙人以及
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等的信任，其包容性远大于以
家人、亲戚和好朋友为信任对象的特殊信任。罗
家德提出了一个个人中心网络圈子分层及其相应
行为法则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圈子从里到外
分别是 (自我)拟似家人 (伦)、熟人、认识之
人，陌生人则处于圈子之外;与此对应，其行为
法则从人情交换法则 (熟人信任通过报和义建立
人情交换、互惠交换和长期承诺)过渡到平等法
则 (社会交换和报)。〔42〕这种平等法则下的社会信
任使得民众能以更加开放、平等的眼光去审视
政府。
四、结论和讨论
在我国政治信任结构存在显著层级差异，特
别是农民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信任程度随着政府
层级的下降而递减的现实状况下，本文使用 “协
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调查”数据、从主观绩效和社
会信任两方面对乡镇政府政治信任进行了分析。
我们发现主观绩效和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均
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主观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
响更为重要;在社会信任中，普遍信任比特殊信
任对政治信任有更大的影响。一方面，这说明目
前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村民对其绩效
的主观满意度，主观绩效评价越高，政治信任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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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高。另一方面，在社会信任中，普遍信任因
子和特殊信任因子都对政治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但前者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大于后者。特殊信
任和普遍信任作为社会信任最为常见的两个方面，
并不是“二分建构”的两个极端，而是相互联系
和相互影响的。一般而言，特殊信任是指对家人、
亲戚、好朋友等有血缘关系或者熟悉的人的信任，
普遍信任则是指对陌生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
生意伙伴或合伙人等的信任，表现了民众对于那
些与自己不相熟的人或者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的信
任状态。对中国人人际信任的研究源于韦伯，他
认为中国人彼此间存在 “典型的不信任”，即中
国人的信任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共同体之上的特殊
信任，对于血缘共同体之外的他人则是普遍的不
信任。〔43〕福山延续了韦伯的观点，指出中国的家
族主义文化传统十分重视和强调家庭、亲戚及以
血亲关系为圆心的圈子，因此 “在传统中国社会
里，信任家族以外的人或赋予其责任无异是一种
弱点”。〔44〕韦伯和福山论述的信任属于亲密圈子内
的特殊信任，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中国人的信
任难以扩展到超出血缘关系的其他人群中。这种
带有二元主义色彩的信任分类受到国内不少学者
的反驳，虽然血缘关系是先赋的和无法改变的，
但人们仍然能够通过认干亲、拜把子、称兄道弟
等结缘方式〔45〕将血缘关系进一步泛化、扩展和延
伸，最终形成费孝通所说的 “差序格局”〔46〕;同
时，亲缘关系的形式还能够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复
制和放大，如许多正式组织主体间的互动方式和
整个网络的运作形式仍然相当程度地复制了传统
亲缘群体的运作形式。〔47〕也就是说，特殊信任与
普遍信任之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而普遍
信任更是跳出亲情、血缘的影响范围，而以一种
对他人行为将符合预期的自信出现。
目前，国内一些研究也都证实了社会信任对
政治信任的积极影响〔48〕，但更多是从普遍信任的
角度，那些在生活中相信其他人可以被信任的人，
也会倾向于拥有较高的政治信任。政治信任是公
民与政府之间互动的结果， “是民众基于理性思
考、实践感知、心理预期等对于政治制度、政府
及政策、公职人员行为的信赖”〔49〕，所以说，政
治信任不仅仅建立在对他人 (政府公职人员)的
品性、意图的分析推断的基础上，更是一种建立
在对机制和制度的认识及理解上的信赖状态。不
论是政府公职人员，还是政治制度、政策等，都
是存在于亲缘关系之外的 “其他”，民众的普遍
信任因而也更能影响到他的政治信任。本研究中，
特殊信任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也具有相当显著
的正向影响，这可以从 “亲缘关系形式的复制和
放大”来解释。在农村，民众对乡镇政府还会以
“父母官”的想象出现，希望政府官员能够 “爱
民如子”，这种在称谓上沿用类似亲属称呼的符
号体系表现了民众的心理定式。〔50〕有关研究也表
明，中国农村居民的权威主义政治文化要强于城
市居民。〔51〕
在本文中，对主观绩效的测量涉及 15 个项
目，囊括了乡镇政府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
方面的绩效评价，但因子分析结果只提取了一个
因子——— “主观绩效因子”，也就是说这 15 个项
目的测量数据中并没有很明显的维度分界。这是
由于乡镇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性质太过相近，
还是乡镇政府在发挥作用上的无力?笔者认为可
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首先，这可能与乡镇政府
与民众之间的现实距离有关。乡镇政府处于政府
层级的最下层，一些政策从中央、省、市下达至
乡镇一级时，文字的政策指令就变成了具体操作
的事项，这些事项的评价标准在民众看来只有一
个，即能否改善生活、带来便利。也就是说，如
果乡镇政府某一方面的行为给民众生活质量的提
高带去了负面影响，那这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民众
对乡镇政府其他方面行为的评价。其次，这或许
与我国制度层面的变化有关。税费改革后，随着
地方财政收入向中央的不断集中，一套大规模的
向下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得以建立，中央政府开始
“反哺”农村。〔52〕在这个过程中，上级政府为了控
制下级政府并保证项目资金的使用，形成了一整
套复杂严格的运作制度，形成 “项目治国”的逻
辑。〔53〕与此同时，基层政权从 “汲取型政权”走
向“悬浮型政权”，其主要职能变成维持基层社
会稳定并高效为基层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然而随
着项目制治理的发展，基层政权成为上级政府与
末端民众之间的 “传声筒”，为上级政府项目的
推进“跑腿”，最终走向 “协调型政权”。〔54〕随着
财权、人权、事权的上收，乡镇政府在履行其职
能———提供公共服务、为民众办实事方面———显
得更加无力，最终体现为民众对乡镇政府各方面
职能的混淆。那么民众从单一维度对乡镇政府各
方面的绩效进行评价也就可以理解了。
自 21 世纪初期开始，我国一直提倡建设
“服务型政府”。在中央的号召下，各级政府纷纷
出台政策，希望建立 “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
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
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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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55〕国内关于
服务型政府的研究也层出不穷〔56〕，主要涉及 “服
务型政府”的内涵剖析、合理性说明，提出实现
对策以及相应的动力阻力说明等等。〔57〕而建设服
务型政府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运作符合公众偏好、
满足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并在此过程中提升公民
对自身的信任。
总的来说，乡镇政府政治信任不仅受到整个
社会信任氛围的影响，更与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评
价有关，基层政府要为民众办实事、做好事、解
难事，才能得到民众的积极评价。在上级政府和
民众之间，在整个国家治理逻辑中，乡镇政府如
何为自己定位、如何发挥作用?这些问题有待进
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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